
第 75 卷 第 1 期 2022 年 1 月
Vol. 75

 

No. 1
 

Jan. 2022. 115-128

DOI:10. 14086 / j. cnki. xwycbpl. 2022. 01. 009

后疫情时代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重塑

彭雷霆　 曾嘉怡

摘要:后疫情时代,武汉将迎来重塑城市文化形象的关键窗口期。 为了解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下我国公众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认知情况,基于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开展疫后

公众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认知的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期间,多元媒介塑造了纷杂

难辨的武汉城市文化形象,数字技术对公众认知环境造成了“超常刺激” ;当前,公众对武汉

城市文化形象的认知整体呈现“旧印象” 与“新感知” 并存的特征,不同特征公众对武汉印

象存在差异;武汉成为公众疫后最想去旅游的目的地之一,武汉城市动态也将为社会各界

持续关注。 后疫情时代,武汉城市文化形象重塑将是一场城市形态、城市制度、城市行为与

城市精神等方面共同发力的系统工程,应发挥数字媒介对城市文化形象的积极塑造作用,
重新审视武汉城市文化形象,传承武汉城市文脉,讲好武汉“抗疫”故事,建立健全城市文化

治理体系,全方位塑造武汉安全和谐、生态文明的城市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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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不确定的传染病发生之时,出于恐惧与自我保护心理,公众总是习惯以病之名对出现疫情

的地区投以歧视与污名[1] 。 回顾新冠疫情暴发至今走向常态化防控的数月,武汉这座城市、武汉人

民做出了众多牺牲,也遭受了许多标签化、符号化的歧视,其间媒介扮演了再现疾病与城市形象的重

要角色。 在 2020 年 2 月 11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 COVID-19”之

前,病毒冠名的污名化造成了全球公众对武汉、武汉人民的恐惧,一时间全球公众“闻汉色变” ,“武

汉” “湖北” “鄂 A”都成为敏感词汇。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相比于病毒自身,污名化是最

危险的敌人。” [2] 尽管随着疫情传播,主流媒体及时引导舆论走向,有效控制了信息瘟疫的再度影响,
然而这种来源于外部的舆论压力、污名化已经对武汉人民与武汉城市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也直接影

响疫后武汉城市复苏。 2020 年端午小长假,武汉市共接待游客 254. 39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7. 83 亿元[3] ,同比 2019 年分别下降 62. 2%和 63. 2%;中国 2020 年上半年 GDP 排名中,武汉也因疫
情影响退出了前十行列。[4]

一座在公众心中持有良好形象的城市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投资者与外来移民,随着城

市间竞争加剧,城市文化形象作为无形资产,更发挥着巨大的磁场作用,助力城市经济快速发展。 经

过此次疫情大考,河南、浙江、江苏等省份作为防疫先锋为全国公众留下了勇担大任的正面形象。 那

么作为疫情中心的武汉,又留给了公众怎样的印象? 这些印象对公众的武汉城市文化形象认知又产

生怎样的影响,对后疫情时代的武汉城市复苏与发展又带来怎样的影响? 这些成为疫后武汉城市复

苏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而武汉城市文化形象重塑也成为让创伤后的武汉以崭新的城市面貌重回全球

舞台的重要议题。

一、文献综述

城市文化形象的生成是一个城市历史演进、城市文化累积与现代文明建设多重作用的结果,也



是城市与公众之间通过一定媒介进行理解、评价、互动与创造的过程。[5] 从理论上讲,城市文化形象

是一个源于西方城市形象理论,又区别于城市形象的本土概念。 1960 年,美国学者 Kevin
 

lynch 出版

《 The
 

Image
 

of
 

City》一书,从城市环境的认知角度出发,提出城市形象的形成是人与环境共同主导的

双边过程,是大多数公众对特定城市的心理图像反映,“路径、边界、区域、节点和地标”5 个元素是人

们区分城市的直接依据[6] 。 这一侧重于城市物态设计的理论奠定了城市形象规划、设计与研究的基

石,然而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在全球展开,城市景观日益同质化,城市历史文化逐渐褪色,力求

经济发展又导致城市间竞争不断加剧,在此矛盾下,保护城市文化遗产、城市文化创意成为助力城市

经济发展的一剂良药。 在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两个文明”发展战略提出后,许多城市管理者及

学者开始关注城市文化的发展,以城市文化发展助力经济增长为要旨,上海、广州先后举办“城市文

化发展战略研讨会” 。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一批深圳学者率先提出我国城市文化结构建构的初步设

想,自此,城市文化形象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词汇。
郭廷建最早明确提出城市文化形象这一概念,认为城市文化形象是从“大文化”的视角出发,指

的是特定城市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总和形成的整体景象,是一种公众综合

认识的结果,更带有主客观的统一性。[7] 吕德雄,陈梦娟将城市文化形象定义为一个城市的视觉环

境、城市各界行为方式以及从中所反映出的城市价值观念、文化精神等所组成的文化现状在社会公

众心目中所产生的综合印象。 这样印象往往是公众主体对城市的总体客观认识,是绝大多数人对城

市认识的综合提炼。[8] 一批学者早期对城市文化形象的定义均突出了文化性、层次性、综合性与客观

性。 可以说,研究初期学界对城市文化形象的定义基本达成一致,但在具体形象层次划分上还存在

广义与狭义的“二分说” [9] ,物质文化层、行为文化层与观念文化层的“三分说” [10-11] ,经济文化、艺术

文化、观念文化与关系文化的“四分说” [12-13] 以及包含理念文化、行为文化、商业文化、人文景观文化

与自然景观文化的城市文化形象“五分说” [14] 等不同的说法。 同时,城市文化作为城市重要的无形

资产,城市文化形象塑造的实践价值也被众多学者所肯定,不少学者基于企业形象设计 CIS 理论讨

论了不同城市文化形象的规划设计方案。
进入 21 世纪,媒介浪潮使得城市形象传播研究逐渐兴起,与此相对,公众对城市文化形象的感

知也成为学界的一大关注点。 在城市文化形象的表达与传播上,部分学者从网络文本分析入手,勾
勒了某一城市的媒介文化形象。[15] 如黄丽娜认为大众传媒对城市文化形象的呈现往往是片面且带

有主观性的,但对公众的城市感知却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16] 另一部分学者提出公共艺术、非物质

文化、地方方言、城市声音等都是城市文化形象的表达要素,而这些要素的空间载体,如博物馆、剧
院、图书馆等都有助于收藏、凝聚与展示城市文化,塑造风格各异的城市文化形象。[17] 在公众对城市

文化形象的认知上,一类是对常态下城市文化形象公众感知的关注,学者们大多从城市旅游出发,采
取旅游景区发放调查问卷、实地访谈等形式,分析不同特征群体对某一城市旅游形象的认知差

异[18] ;另一类则关注突发事件、刻板印象等非常态视角下城市文化形象的重塑与优化问题,其中,网
络舆情下的城市文化形象修复研究尤为热门。 部分学者从形象修复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提
出一系列危机事件下的城市形象修复策略[19-20] ;还有一些学者以认知心理理论、社会认知理论为框

架,从认知过程、认知环境等视角探讨了城市的刻板印象形成机制,进而提出消除城市刻板印象的种

种对策[21-22] 。
上述研究成果不乏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关注,且取得了较为一致的城市评价:整体上公众对

武汉城市形象的正面评价居多,对武汉的历史底蕴、高校与地理位置认同度较高,而对城市环境、城
市交通与市民素质的评价较低。[23-24] 在武汉城市媒介形象表达上,网民对武汉的关注从历史文化转

向旅游文化。[25] 城市现代性逐渐突出,而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越来越模糊,同质化严重,缺乏城市品

牌。 在武汉城市形象传播上公众参与意识淡薄、缺乏形象危机管理等问题也逐渐暴露。[26] 以上城市

文化形象研究表明:随着数字媒介对公众生活的渗透,城市文化、媒介宣传与公众感知已然成为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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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影响城市文化形象的关键因素,也是当前研究的主要趋势。 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对重大公共危机

事件下的城市文化形象讨论较少,危机影响下的城市文化形象研究仍停留在形象修复阶段。 因而,
笔者选择新冠肺炎这一特殊事件,从社会认知的视角出发,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讨论公众在疫情冲击

下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感知差异,调查了解疫后公众的行为意向,以期提出后疫情时代武汉城市

文化形象重塑的针对性建议。

二、理论基础

(一)城市文化形象维度划分

基于冯天瑜先生提出的文化四分法[27] ,笔者认为城市文化形象可划分为城市物态文化形象、城
市制度文化形象、城市行为文化形象与城市精神文化形象四个层次。 城市物态文化形象是城市基础

设施、建筑风格、自然景观等有形物质构成的城市视觉识别系统,是一座城市人文历史、社会经济发

展的综合表征,反映了一座城市的整体意象与建设水平,能直观影响公众对城市的第一印象。 城市

制度文化形象是各种制度规范作用下城市秩序、社会规范等形象表达,是现代城市管理水平与政府

治理形象的表现。 受城市制度的长期规范、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城市往往会形成

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与特色风俗,构成了别具一格的城市行为文化形象,如武汉的

“市井文化” 、川渝地区的“火锅文化”等等。 城市精神文化形象则是城市历史文化塑造凝练的外在

呈现,是数代人的城市记忆留存,作为城市之魂引导城市发展。 总的来说,城市物态文化形象是城市

的“皮肤” ,制度文化形象是其“筋骨” ,行为文化形象是其“肌肉” ,而城市精神文化形象是城市赖以

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精气神” 。 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不仅是过去城市文化的符号化表现,同时也是城

市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优良的城市文化形象不仅可以塑造区域发展中的城市个性,描
画独具特色的“城市名片” ,提高城市吸引力与知名度;还可以凝聚城市文化资源,使之转化为助力发

展的城市文化资本,从而创造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机制。
(二)疫情下公众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认知过程

班杜拉的社会认知论认为,人的技能实现是根据三合一互惠互利模型解释的,即个体认知、个体

行为与其所处环境三者之间互相影响,其中任意两个因素之间的双向互动,也受第三因素的作用,从
而构成动态的三方互惠决定关系。[28] 其中,人不仅是环境的消极反应者,更是环境的积极塑造者。
个体具备的符号表征能力、预见能力、替代学习能力、自我调节能力等都会使公众对环境做出综合评

价,进而改变自我向导,做出相应的行为。 由此可见,新冠肺炎疫情下公众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评

价,会直接影响其行为,同时又反过来重构公众感知中的武汉城市文化形象。
新冠肺炎疫情下公众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评价是基于环境变化、个体认知水平差异的个体对

武汉城市的再认过程。 根据社会认知论,这个过程可以分为“认知刺激—图式激活—符号匹配—认

知重构”等多个再认环节。 首先,需要承认个体认知系统往往有限,且认知形成常常是被动的这一前

提。 美国心理学教授苏珊·费斯克和谢丽·泰勒提出“认知守财奴”这一说法,认为人们处理信息的

能力是有限的,个体认知系统的承载量亦是有限的,多数情况下人们宁愿尽可能少动脑筋,当受到充

分的环境激励时,他们才会付出认知努力。[29] 换言之,当认知刺激源对个体产生作用时,才会激活个

体对某项事物的原有认知图式。 疫情期间,公众更多的是在李普曼所述的“拟态环境”中获取加工后

的武汉城市信息,海量的武汉疫情信息构成了影响公众对武汉认知的主要刺激源。 国内学者郭力平

的实验进一步补充:若这种刺激持续的时间足够长,个体认知便会主动对外部信息进行精细化加工,
形成新的符号或图式认知,从而为下次信息刺激提供认知依据。[30] 而疫情期间公众所接触的武汉城

市信息以非常态的方式持续刺激了公众对武汉的原有认知,当下认知与原有认知图式对照匹配,从
而形成个体对武汉城市的新印象。 同时,在这个认知重构的动态过程中,很难忽略此前有意识或无

意识的情绪因素对认知评价产生的影响,如乡土情结会使得公众对故乡产生更多好感度;某次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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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行体验,来自亲友或网络的负面评价都会使得公众对某座城市产生难以消解的刻板印象。 通过

以上因素影响与自我建构,公众初步完成对客体认知的匹配过程,而这一认知概念再经过社会性学

习与社会性建构,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新一轮认知,从而影响个体后续行为的发生(如图 1 所示) 。
个人行为的产生,同时又使得公众成为环境的积极塑造者。 不论是疫情期间网络谣言的传播,还是

募集物资的爱心接力,都是个人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再认后做出的行为选择。 可以说,公众不同的

行为促成了武汉城市文化形象舆论环境的改变,这种环境变化也随时为个人所观察捕捉,经过个人

自我调节能力与预见能力形成客体再认,并做出新一轮的行为表现。

图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公众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再认过程

如前所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让公众在拟态环境下对武汉城市的认知变化经历了多轮“认知刺

激—图式激活—符号匹配—认知重构”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个体新认知对其行为的影响并非当

下兑现,具有一定的延时性,这使得要探讨该事件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影响,可以从该事件前后两

个节点时间出发,以调查问卷了解公众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认知变化以及可能造成的行为意向。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设计

1. 研究目标与内容

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历经疫情公众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认知与评价变化,分析影响

公众评价变化的认知环境,探讨认知变化可能引发的公众行为,以及对疫后武汉城市文化形象重塑

带来的影响。
基于这一探讨目标,笔者依据社会认知论的三方互惠模型,从认知环境、认知变化与行为预测三

个层面确定了调查问卷结构与内容,主要包含以下 4 个部分:①基本群体特征,包含年龄、性别、职
业、文化程度、月收入、居住地及居住地类型等;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公众接触武汉城市信息环

境的考察,包括当时武汉相关信息获取渠道、信度评价等;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公众对武汉城市

文化形象认知变化,包括整体感知变化、细分维度评分与疫后武汉形象的具象感知等;④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之后公众的行为意向,包括是否选择前往武汉、城市宣传意愿等。 其中,问卷中公众对城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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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形象的认知指公众对武汉城市的总体感知,四个维度的城市文化形象则分别以具象的城市文化要

素作为测量定义,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问卷中城市文化形象的测量定义①

维度 概念定义 测量定义

城市物态文化形象 城市外在物质形象表征
公众对武汉城市基础设施、城市自然人文景观、交
通枢纽、高校的满意情况 / 了解程度

城市制度文化形象 城市制度规范形象表征
公众对武汉城市秩序、政府形象、日常出行 / 购物

体验、知名企业等的满意情况 / 了解程度

城市行为文化形象 城市居民日常行为表征
公众对武汉市民素质、特色方言文化、节事活动等

的认同度 / 了解程度

城市精神文化形象 城市共同认同的精神价值

公众对武汉“九头鸟” 市井文化、“吃苦耐劳、敢打

敢拼”的码头文化、荆楚文化、首义精神、历史文

化、英雄气节等的认同度 / 了解程度

　 　
2. 问卷调查对象

考虑到网络调查问卷的局限性,参考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分别选择占比

42. 3%的 19 ~ 39 岁的青年群体、占比 27. 8%的 40 ~ 59 岁的中年群体,以及占比达 23. 2%的 18 岁以

下的未成年群体为三组调查对象,同时关注三组群体地域分布差异,分别讨论不同特征群体在疫情

期间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感知变化。
3. 问卷质量控制

为保证问卷调查的质量,本次问卷设计在确定初步问卷结构与内容后即选取不同年龄、职业与

地区等背景的 10 人参与预调查,根据预调查反馈结果及专家评定建议对问卷进行多轮修改完善;同
时设置检验题型,以便无效问卷筛选。 在抽样调查环节,问卷发放尽可能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

区、不同年龄段及不同的职业群体,扩大样本范围以增强调研问卷结果的解释力。 在问卷收集处理

环节,以填写时长少于 100s、逻辑矛盾、量表题均重复选择为无效条件,剔除无效问卷后,共筛选有效

问卷 1873 份,问卷有效率达 92. 4%;并采用 SPSS26. 0 对问卷中的量表问题———城市文化形象认知

评价维度进行信度检验,得到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0. 886,大于 0. 8,表明本次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基于上述质量控制措施,保证了问卷调研结果的客观性与可靠性。

4. 问卷发放与回收

本次调查通过问卷网平台于 2020 年 4 月 23 ~ 30 日进行网络问卷发放,共收集问卷 2027 份,覆
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②,其中有效问卷 1873 份。 在所有有效问卷中,青年群体有效问卷达 1628
份,占比 87%;中年群体有效问卷为 164 份,占比 9%,职业以专业人员、企业管理者为主;未成年群体

有效问卷共 81 份,占比 4%。 各样本群体基础特征如表 2 所示。
5. 问卷分析

导出全部有效问卷数据,采用 SPSS26. 0 对问卷问题进行描述性统计处理与分析,分别采用 χ2

检验、Spearman 相关性检验、Mann-Whitney
 

U 检验等方法对疫情期间三组被调查群体的网络互动情

况、城市文化形象认知情况以及行为预测进行相关性检验分析,设置 α = 0. 05,最终获得分析结果如

后文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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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问卷分别调查了曾有武汉旅居经历的公众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满意程度 / 认同度,以及所有被调查群体在疫情后对武汉城
市文化形象的了解程度,两次所选测量定义有所不同。

实际上,本次回收问卷覆盖的地域范围不仅包括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还包括中国的香港、台湾。



表 2　 被调查群体基本特征描述

基本群体特征指标
青年群体组( N = 1628) 中年对照组( N = 164) 未成年对照组( N = 81)

N 比例 N 比例 N 比例

性别
男性 495 30. 4% 78 47. 6% 12 14. 8%

女性 1133 69. 6% 86 52. 4% 69 85. 2%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及以上占比 1515 93% 1127 87. 5% 59 72. 9%

居住地类型

城市(地级市以上) 689 42. 3% 123 75. 0% 29 35. 8%

县城(县级市、县等) 414 25. 4% 30 18. 3% 27 33. 3%

乡镇及以下 525 32. 2% 11 6. 7% 25 30. 9%

职业

学生 1226 75. 3% - - 81 100%

普通职员(办公室 /
写字楼工作人员)

100 6. 1% 4 2. 4% - -

专业人员(如律师 /
文体 / 记者 / 老师等)

96 5. 9% 94 57. 3% - -

政府 / 机关干部 /
公务员

47 2. 9% 16 9. 8% - -

企业管理者(包括基层

及中高层管理者)
45 2. 8% 17 10. 4% - -

其他职业∗ 114 7. 0% 33 20. 1% - -

　 　 ∗其他职业包括普通工人(如工厂工人 / 体力劳动者等) 、商业服务业职工(如销售人员 / 商店职员 / 服务员等) 、个

体经营者 / 承包商、自由职业者、基层工作者、医护人员及医药行业人员、其他几类,由于上述分项样本量较少,因此合

并处理

(二)结果讨论

1. 疫情期间公众获取武汉城市信息的认知环境

第一,整体上,疫情期间公众更依赖官方媒介,自媒体平台传播力量凸显,海量疫情信息构成了

公众对武汉认知的主要刺激源。 调研结果显示,电视、政务平台、商业门户、央视报道、自媒体平台以

及朋友交流是疫情期间被调查群体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如图 2 所示) 。 其中,政务平台、央视报道

均是疫情期间三组被调查群体中有武汉疫情信息的首要选择。 不同的是,青年群体更偏好通过微

信、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获取疫情信息,而中年群体更喜欢与朋友交流,通过传统的电视媒体获

取武汉疫情信息。 在此基础上,问卷进一步调查了公众对政府机构、央视新闻、地方报道等八类信息

渠道的信度评价。 统计结果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三个断层:整体上,被调查公众对央视报道、相关政府

机构发布的信息信任程度最高,基本达到了满意标准(4. 0 分) ;对于湖北省地方媒体、商业媒体、自
媒体与自采媒体位列第二断层,信度评价在 3. 3 ~ 4. 0 分之间;而对于国外媒体与朋友圈来源的信息

信度最低,评价低于 3 分(如图 2 所示) 。 需要关注的是,战“疫”全程中本应起到核心作用的湖北地

区官方媒介的部分缺位,使得公众对湖北地方媒介产生信任危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武汉城市文化

形象的媒介呈现。
第二,公众间的信息互动加速了疫情信息传播,催化了公众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认知变化。

采用 χ2 检验三组被调查群体疫情期间信息互动情况,结果显示,被调查青年群体与中年群体间的信

息互动情况具有显著差异。 如表 3 所示,整体上,被调查青年群体参与网络交流活跃度更强,疫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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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参与线下讨论与网络转发的青年群体分别占比 37%、33%;中年群体更偏好社群讨论的形式,未成

年群体则更敢于进行网络发言,更乐于参与社群讨论。 实际上,在信息互动的过程中,个体认知进行

交流互换,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个体先前对武汉的认知情绪,从而影响当前公众对武汉的城市文化形

象认知。

图 2　 被调查群体对媒介信度的评价

第三,越靠近疫情中心的被调查公众对疫情相关信息的质疑越高,中年群体尤其对疫情事件表

现出较高的敏锐度。 整体上,湖北地区被调查群体对媒介的信度评价低于非湖北地区,尤其是中年

群体对不同媒介的信任度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如图 2 所示) ,湖北地区的中年群体对官方媒介的信任

评价低于整体水平,而对朋友圈、自采媒体等非官方发声给予了更多信任。 相应地,参与调研的湖北

省中年群体中仅有 8. 7%的人选择通过央视报道获取信息,并未呈现如青年群体般对官方发声的依

赖性(如图 3 所示) 。

图 3　 疫情期间被调查群体的信息渠道选择

就疫情信息交流情况来看,武汉疫情相关的信息在湖北公众间的讨论度更高。 在被调查的群体

中,表示没有参与武汉疫情网上信息交流的比例上非湖北地区的群体远高于湖北地区的群体(如表 3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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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地域的被调查群体参与网络互动情况

线下讨论 网上转发 撰文投稿 网络发言 社群讨论 线上聊天 没有 χ2

青年群体

湖北地区

非湖北地区

162 159 16 114 120 90 121

20. 7% 20. 3% 2. 0% 14. 6% 15. 3% 11. 5% 15. 5%

38 46 4 35 36 18 32

20. 6% 17. 9% 2. 0% 15. 2% 14. 9% 9. 0% 20. 4%

22. 50��

中年群体

湖北地区

非湖北地区

8 8 0 7 12 4 9

16. 7% 16. 7% 0. 0% 14. 6% 25. 0% 8. 3% 18. 8%

30 37 2 12 17 8 71

16. 9% 20. 9% 1. 1% 6. 8% 9. 6% 4. 5% 40. 1%

23. 884��

未成年群体

湖北地区

非湖北地区

3 5 0 3 4 1 1

17. 6% 29. 4% 0. 0% 17. 6% 23. 5% 5. 9% 5. 9%

23 16 1 19 25 9 25

19. 5% 13. 6% 0. 8% 16. 1% 21. 2% 7. 6% 21. 2%

7. 231

　 　 注:�P<0. 05,��P<0. 01

整体来看,紧绷的战时防疫状态与多元的疫情信息渠道构成了公众认知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

“非常态”环境,而疫情期间海量媒介信息与公众自主的信息交流方式成为催化公众对武汉城市文化

形象认知的变量。
2. 疫后公众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认知评价

第一,近五成的被调查公众表示历经疫情对武汉的城市印象有所改变,学历、性别及所在地域的

差异与其对疫后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评价显著不同( P < 0. 01) 。 如表 4 所示,被调查群体中有

44. 1%的公众表示历经疫情对武汉城市印象变好,其中 49. 4%的被调查中年群体表示对武汉印象变

好,高于被调查青年群体与未成年群体对疫后武汉持有更好印象的比例;居住于乡镇的被调查群体

对于疫后武汉的好感度更强;54. 2%的湖北地区被调查公众表示历经疫情对武汉城市印象变得更

好。 之所以有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对武汉城市印象经疫后有好的变化,应该说武汉及武汉人民前无古

人的防疫壮举,为控制国内新冠疫情做出的巨大牺牲,让武汉作为英雄城市受到更多公众的正面认

可。 同时,仍有近 5%的被调查公众表示对武汉的印象变差,调研结果表明疫情期间地方政府早期部

分应对失当及一些媒体的负面报道与网络谣言是影响公众对武汉印象变差的主要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在被调查群体中仍有半数群体表示历经疫情对武汉城市印象基本没有改变。 一

方面,可能问卷调研时间距离疫情暴发时间的周期较短,短时间内个体较难完成认知重塑的全过程,
故而呈现出有一半多的被调查群体对武汉的印象没太大变化。 另一方面,从不同特征群体来看,整
体上被调查公众的学历越高,其对武汉城市印象未发生变化的比例也越大,呈现为 35. 8%的高中及

以下学历被调查群体对武汉印象没有改变,而相应数据在大学本科学历、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为

52. 2%、51. 3%;同时被调查青年群体与未成年群体中表示对武汉印象没有改变的比例相较也更高。
这说明个体认知水平、认知环境差异及个体学习能力影响着公众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认知重塑。
阅历较少、认知环境单一、远离事件中心的群体更具有“认知钝感” ,其对疫后武汉城市形象的感知也

更为迟缓;反之临近事件中心、认知结构丰富等群体的认知更为敏锐,这类群体则会更快根据环境变

化重塑个体认知。 这样的认知差异也体现在不同性别、不同地域被调查群体对疫后武汉城市文化形

象的评价上,如表 4 所示,被调查群体中女性对于武汉城市印象未发生改变的比例更大,而湖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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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公众中近 60%的群体对武汉印象发生了改变。

表 4　 不同特征被调查群体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认知情况

认知情况特征分类 变得非常好 变得比较好 基本没有改变 变得比较差 变得非常差 χ2

整体
300 524 954 82 9

16. 10% 28% 51. 00% 4. 40% 0. 50%
-

年龄

青年群体

中年群体

未成年群体

258 455 837 70 8

15. 8% 27. 9% 51. 4% 4. 3% 0. 5%

33 46 72 9 0

20. 6% 28. 8% 45. 0% 5. 6% 0. 0%

9 23 45 3 1

11. 1% 28. 4% 55. 6% 3. 7% 1. 2%

7. 31

居住地类型

城市

(地级市以上)

县城

(县级市、县等)

乡镇及以下

134 231 419 47 7

16% 27. 6% 50% 5. 6% 0. 8%

80 119 256 14 2

17% 25. 3% 54. 4% 3% 0. 4%

86 174 279 21 0

15. 4% 31. 1% 49. 8% 3. 8% 0%

15. 40

学历

高中及以下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23 17 24 2 1

34. 3% 25. 4% 35. 8% 3
 

% 1. 5%

25 31 47 1 0

24% 29. 8% 45. 2% 1% 0%

210 384 705 49 3

15. 5% 28. 4% 52. 2
 

% 3. 6% 0. 2%

42 92 178 30 5

12. 1% 26. 5% 51. 3% 8. 6% 1. 4%

56. 04��

性别

男

女

123 153 265 37 7

21% 26. 2% 45. 3% 6. 3% 1. 2%

177 371 689 45 2

13. 8% 28. 9
 

% 53. 7% 3. 5% 0. 2%

36. 03��

地域

湖北地区

非湖北地区

85 161 182 24 2

18. 7% 35. 5% 40. 1% 5. 3% 0. 4%

215 363 772 58 7

15. 2% 25. 7% 54. 6% 4. 1% 0. 5%

29. 69��

　 　 注:�P<0. 05,��P<0. 01

第二,整体上,疫情后期公众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评价呈现出“旧印象”与“新感知”并存的特

征,且不同地域被调查公众对武汉评价差异明显。 采用李克特量表对曾有武汉旅居经历的公众从物

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面进行武汉城市细分维度评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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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公众对武汉基础设施、自然风光等城市物态文化形象评分均分为 4. 1 分,达到基本满意标准;而
对武汉的城市行为文化形象评分不高,评价均分仅为 3. 7 分,这与前人关于公众对武汉城市形象评

价研究结论基本一致。[31] 从地域差异视角来看,非湖北地区被调查公众对武汉城市物态形象的评价

较低,而对其他三个维度的评价较高;在湖北地区内,武汉市被调查公众在四个维度上的评分均低于

非武汉市区被调查群体,青年群体对武汉文化形象的评价整体高于中年群体(如图 4 所示) 。

图 4　 不同地域公众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细分维度评分

表 5　 疫后被调查群体对武汉具体城市文化形象的了解情况

群体特征
城市

精神

城市

性格

交通

枢纽

城市

景观

节事

活动

政府

形象

企业

形象

英雄

气节

历史

事件

历史

名人

抗疫

战士

特色

小吃
高校 χ2

青年

群体

中年

群体

未成年

群体

N 1046 347 621 683 391 453 119 616 146 115 611 735 610

占比 16. 1% 5. 3% 9. 6% 10. 5% 6. 0% 7. 0% 1. 8% 9. 5% 2. 2% 1. 8% 9. 4% 11. 3% 9. 4%

N 106 35 38 60 22 29 13 78 16 16 77 42 55

占比 18. 1% 6. 0% 6. 5% 10. 2% 3. 7% 4. 9% 2. 2% 13. 3% 2. 7% 2. 7% 13. 1% 7. 2% 9. 4%

N 57 15 34 34 16 21 5 35 6 8 26 47 42

占比 16. 5% 4. 3% 9. 8% 9. 8% 4. 6% 6. 1% 1. 4% 10. 1% 1. 7% 2. 3% 7. 5% 13. 6% 12. 1%

87. 99��

　 　 注:�P<0. 05,��P<0. 01

同时,如表 5 所示,一方面,历经疫情公众依然对“武大” “户部巷” “樱花” “昙华林”等武汉代表

性的城市物态文化形象更为了解,不太熟悉武汉“历史名人” “历史故事”等城市精神文化形象;另一

方面,疫情期间武汉人民勇于牺牲,社会组织勇担大任,被调查公众对武汉的城市精神、英雄气节、抗
疫战士等精神文化形象更为关注,“九省通衢” “工业重市” “过早习俗”等城市制度与行为形象也为

更多人所熟知。 实际上,这种认知变化极大程度源自疫情期间网络直播、宣传标语、战“疫”纪录片等

媒介传播的影响。 疫情期间“热干面加油,热干面挺住”的抗“疫”标语深入人心;武汉大学“云赏樱

花”网络直播也使得更多人知晓武大樱花这一城市名片;武汉疫情缓解后长江两岸的灯光秀更让世

界人民感受到了疫后武汉城市复苏的力量,这些都极大促进了疫后公众对武汉城市印象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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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疫情时期被调查公众的行为意向调查

第一,后疫情时代,被调查公众依然乐于前往武汉,而城市安全则是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对于

非武汉市区的被调查群体采取疫后前往武汉意愿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被调查公众在疫情后期

会前往武汉,Fisher 精确检验显示三组群体在疫后前往武汉意愿存在差异。 参照表 6,被调查的中年

群体前往武汉意愿最高,25%的被调查中年群体选择疫后半年或一年后再前往武汉,而被调查青年

群体与未成年群体中分别有 12. 6%和 15. 4%的群体选择半年内就会前往武汉。 部分青年群体可能

由于学业的客观因素,需要早日返回武汉,而中年群体的选择则反映了大多数公众对疫情后期武汉

城市安全的考虑。 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腾讯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旅游需求趋势调研报

告》显示,近三成的旅游者将于疫情结束后 3 ~ 6 个月恢复旅游活动,武汉是疫情后期公众最想旅游

的城市,但城市安全、卫生健康是游客最为关心的影响因素。[32] 2020 年十一及中秋假期,武汉市共接

待游客 1882. 46 万人次,已恢复去年同期的 83. 21%,30 家参加惠游活动的景区中外省游客占比

30. 5%,市外游客占比 50. 4%。[33] 这说明得益于武汉市的惠游政策,实际去武汉旅游的人数已超过

了调查预期。
第二,后疫情时代,公众或将成为疫后武汉城市文化形象宣传的中坚力量。 对武汉市被调查群

体进行城市宣传意愿调查,结果显示:青年群体中有 91. 1%的群体表示愿意为武汉疫后城市宣传尽

一份宣传力量,7. 3%的群体不清楚是否会帮助宣传;96. 9%的被调查中年群体以及所有被调查未成

年群体均表示将为疫后武汉城市复苏贡献一份自己的宣传力量。 实际上,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推出

的《相见在武汉》城市旅游宣传片获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在线等中央媒体、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

以及国内主要新媒体转发传播,全网阅读量超过 5 亿次[34] ;32 张“谢谢你为武汉拼过命”城市海报全

网曝光量也超过 5 亿次,更有不少自媒体纷纷前往武汉打卡武汉美食,共同记录疫后重生的英雄武

汉,这也表明后疫情时代武汉城市复苏已进入“全民关注、共同宣传”的阶段,武汉城市动态也将被社

会各界持续关注。

表 6　 被调查群体前往武汉意愿调查情况

群体特征
已返回

武汉

立刻

前往

半年内

前往

半年 ~ 1 年

内前往

1 年后

再前往

不会

前往

2 ~ 3 年后

再前往

目前不清楚,
但是会前往

F

青年

群体

中年

群体

未成年

群体

N 3 116 181 127 113 45 67 785

占比 0. 2% 8. 1% 12. 6% 8. 8% 7. 9% 3. 1% 4. 7% 54. 6%

N 0 1 9 16 16 1 10 75

占比 0. 0% 0. 8% 7. 0% 12. 5% 12. 5% 0. 8% 7. 8% 58. 6%

N 0 2 12 8 5 3 0 48

占比 0. 0% 2. 6% 15. 4% 10. 3% 6. 4% 3. 8% 0. 0% 61. 5%

33. 78��

　 　 注:�P<0. 05,��P<0. 01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对被调查公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关于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认知环境、认知评价、行为

意向的调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及建议:
首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多元媒介塑造了纷杂难辨的城市拟态形象,数字技术对公众认知

环境形成了超常刺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媒介塑造的公众认知环境,并非以往传统官方媒介的

“独唱” ,商业媒体、自媒体、国外媒体等多方媒介的发声构成了纷杂难辨的城市信息景观,这使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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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下武汉文化形象的媒介表达荣辱参半。 数字媒介不仅颠覆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数量与环境,更是赋

权公众在拟态环境中发表己见、互动讨论,极大扩大了信息覆盖交流的速度、广度与深度。 可以说,
数字技术已经对公众认知环境造成了“超常刺激” ,这种刺激借助疫情事件被放大数倍,且后疫情时

代数字技术对公众认知方式、认知层次等影响也将持续加深。 因而,后疫情时代下,武汉城市文化形

象的重塑需关注数字技术助力城市发展,尤其是其对公众认知环境的影响。 一方面,借助数字媒介,
做好武汉疫后城市复苏各阶段的对外宣传,展示亲切、活力的武汉城市文化形象,同时发展城市数字

文化创意产业,做好城市文化、城市文化空间的数字传播与形象推介,借助社交媒介推进城市信息交

互,释放疫后的武汉城市魅力。 另一方面,树立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危机公关意识,提升信息透明

度,谨防早期谣言、舆论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损害,有效抑制网络舆情引发的羊群行为,引导公众

对武汉城市的正确认知,塑造可靠、可信的武汉城市文化形象。
其次,后疫情时代,公众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评价呈现出“旧印象”与“新感知”并存的特征。

调研结果表明:公众除了对疫情下武汉英雄城市形象的认同外,武汉大学、长江大桥、市井文化等城

市刻板印象依然是公众对武汉的直接评价。 那么后疫情时代,如何发挥“旧印象”与“新感知”的正

向互动,整合重塑城市文化形象将是武汉城市品牌重塑的关键。 在强化公众对武汉的“旧印象”上,
需要武汉地方政府在顶层设计上,重新审视武汉城市文化形象,梳理城市文脉,抓住武汉独特的城市

文化资源与城市韵味,以城市文化空间再造、城市更新等形式,以文化旅游为推广渠道,做好原有武

汉文化遗存的保护、传承与发扬。 在建立公众武汉“新感知”上,应做好武汉抗“疫”记忆的留存,讲
好武汉战“疫”故事,多方位展示英雄武汉的城市文化形象。 包括建立武汉抗“疫”记忆的核心叙事,
发挥武汉博物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场馆的功能,做好武汉战“疫”代表性见证物征集,通过专题展览

展陈城市记忆,打造纪念碑、纪念广场等文化记忆空间载体,强化武汉抗“疫”的符号记忆;鼓励社会

组织、公众个人创作武汉抗“疫”专辑文化作品,通过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短视频等形式多视角记录

武汉抗“疫”故事;借助数字技术,探索城市虚拟网络记忆空间新模式,留存新时代的抗“疫”网络记

忆等。
再次,后疫情时代,武汉将是国内外各界持续关注的焦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重塑迎来关键的

窗口期。 调查表明,无论是前往旅行还是自主宣传意愿,公众都对疫后武汉抱有极大期待,这也为后

疫情时代重塑武汉城市文化形象提供了难得机遇。 在这重塑武汉文化形象的过程中,要特别区分利

益相关者,把握公众认知态度、认知水平与认知差异对武汉形象认知的影响。 调研显示:经过疫情

后,有一半的公众表示对武汉城市印象有所改变,仍有一半的公众表示对武汉的印象没太大变化;被
调查群体中青少年、低学历的群体对武汉城市的好感度更高,中年群体的质疑声更大。 这说明,整体

上,互联网的便捷性以及纷杂的城市信息造成了个体认知的钝感,不同层次、不同认知水平的城市利

益相关者对疫情下的武汉形象认知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后疫情时代武汉进行城市文化形象重塑时

首先要区分不同层次的受众,一方面,抓住青少年群体对武汉城市的好感度与向往度,另一方面,积
极向中年群体塑造安全、诚信、负责的武汉城市文化形象。 同时,关注武汉本地居民对城市文化形象

重塑的建议,发挥武汉人民群众的凝聚力与向心力重塑武汉城市文化形象,更需要实时关注外地游

客对武汉城市文化形象的评价,动态监测武汉的城市媒介形象,搭建武汉城市文化对外交流服务

窗口。
最后,武汉城市文化形象重塑将是一场从城市形态、城市制度、城市行为与城市精神等方面共同

发力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健全城市文化治理体系,为城市文化形象重塑做好制度保障。 事实上,此
次新冠疫情也暴露了武汉城市文化治理的部分短板,包括舆情处置、舆论引导、城市文化软实力等。
在疫后武汉城市复苏中,需要发挥城市文化的软治理与约束作用,强化城市治理的德治与法治体系

以文明城市创建规范市民行为,以安全和谐的旅游城市创建规范游客行为;同时,鼓励公众与第三方

组织积极参与城市文化建设实践,发挥城市文化治理中公众与社会组织的力量,不断凝聚增强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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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文化韧性,从而重塑疫后安全和谐、生态文明的武汉城市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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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Wuhan
 

u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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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shap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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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To
 

understand
 

the
 

public's
 

cognition
 

of
 

Wuhan's
 

urban
 

cultural
 

image
 

in
 

the
 

period
 

of
 

COV-
ID-19,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conducted
 

in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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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on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Wuhan's
 

urban
 

cultural
 

image
 

after
 

the
 

pandemic.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ly,during
 

the
 

pandemic
 

period,multiple
 

media
 

shaped
 

the
 

complex
 

cultural
 

image
 

of
 

Wu-
han

 

city,and
 

the
 

digital
 

technology
 

caused
 

"
 

supernormal
 

stimulation"
 

to
 

the
 

public
 

cognition
 

environment.
 

Secondly,at
 

present,
 

the
 

public's
 

cognition
 

of
 

Wuhan's
 

urban
 

cultural
 

image
 

presents
 

a
 

coexisting
 

feature
 

of
 

" old
 

impression"
 

and
 

" new
 

perception" ,and
 

the
 

public ' s
 

impression
 

of
 

Wuhan
 

is
 

different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irdly,
 

Wuha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ourist
 

destinations
 

for
 

the
 

public,and
 

the
 

city
 

dynamics
 

of
 

Wuhan
 

will
 

continue
 

to
 

be
 

followed
 

by
 

the
 

whole
 

world.
 

In
 

the
 

post-pandemic
 

era,the
 

reshaping
 

of
 

Wuhan's
 

urban
 

cultural
 

image
 

will
 

be
 

a
 

major
 

urban
 

cultural
 

project
 

with
 

joint
 

efforts
 

in
 

form,
system,behavior,and

 

spirit.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urban
 

cultural
 

image
 

of
 

Wuhan,inherit
 

the
 

cul-
tural

 

heritage
 

of
 

Wuhan,
 

retain
 

the
 

memory
 

of
 

Wuhan’
 

s
 

" anti-epidemic"
 

,give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digital
 

media
 

in
 

shaping
 

the
 

urban
 

cultural
 

image,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ity's
 

cultural
 

governance
 

sys-
tem,and

 

shape
 

the
 

city's
 

cultural
 

image
 

of
 

safety,harmony,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all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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